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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归纳了白鲟、长江鲟、中华鲟近 40 年自然资源量变化情况，统计了长江鲟和中华
鲟人工增殖放流数据，评估了增殖放流成效。因物种特性和分布的差异，放流无效的原因
迥异。过度捕捞使人工放流长江鲟在放流后 6 个月之内难逃被“误捕”，而中华鲟放流数量
不足及长江和近海过度捕捞导致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的贡献甚微，其结果是长江鲟和中华
鲟增殖放流均无法达到自然繁殖群体的补充水平。本文探究了近 40 年来白鲟、中华鲟和
长江鲟在保护、管理和决策上存在的误区和不足，提出在生态大保护的背景下，① 应编制
和实施《长江鲟拯救行动计划》优先项目；② 应以《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为指引，在就
地保护、迁地保护和遗传多样性保护方面提出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先计划；③ 应设立中华
鲟和长江鲟物种拯救行动计划专项，对现有涉栖息地或保护区生态补偿项目进行优化整合。
唯有以恢复长江鲟和中华鲟自然繁殖为核心，才有望延续和恢复其自然种群，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处，推动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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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鲟类包括中华鲟 (Acipenser sinensis)、长

江鲟 (Acipenser dabryanus) 和白鲟 (Psephurus gla-
dius)，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1 年 7 月 21 日

世界自然与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官网 (www.iucn-
redlist.org) 更新，认定白鲟灭绝 (EX)，长江鲟野

外灭绝 (EW)，中华鲟仍然延续 2010 年评估的极

度濒危 (CR) 但种群持续下降 [1]。评估结果表明，

1989 年列入长江流域分布的 6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动物中，除了 2 种爬行动物 (扬子鳄和鼋) 极度

濒危，4 种水生动物中白鲟灭绝，白鱀豚 (Lipotes
vexillifer) 功能性灭绝，长江鲟野外灭绝，中华鲟

极度濒危，2017 年以来连续 5 年未监测到自然繁

殖[2]，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形势异常艰巨。

 1    白鲟、长江鲟和中华鲟的资源现状

 1.1    白鲟

白鲟隶属于硬骨鱼纲 (Osteichthyes) 鲟形目

(Acipenseriformes) 匙吻鲟科 (Polyodontidae) 白鲟

属 (Psephurus)，被认为是鲟形目的基部类群，是

鲟形目中进化地位最重要的物种。白鲟的灭绝，

标志着现生白鲟属的灭绝。匙吻鲟科现存仅 2 属

2 种，另一种是分布在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匙

吻鲟 (Polyodon spathula)[3]，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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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从美国引进并进行商业养殖。匙吻鲟食性与白

鲟迥异，主食浮游动物，与我国的鳙食性相似[4]。

白鲟，四川谚语“千斤腊子万斤象”之“象鱼”，
因其占身长约 1/3 的长吻而得名，雌性白鲟最小

7~8 龄达性成熟，一般 50~100 kg，雌性大于雄性，

记载最大的全长 7 m，体重 908 kg[5]。

白鲟为河川洄游性鱼类，以淡水生活为主，

分布在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和通江湖泊，沿长

江可上溯至各大支流，如沿长江可上溯至各大支

流如乌江、嘉陵江、渠江、沱江、岷江和金沙江，

在历史上，海河、黄河、淮河、钱塘江和黄海、

渤海、东海均曾有过捕捞记录 [6-7]。在长江上游，

每年洪水期 (6—8 月)，白鲟洄游进入四川和重庆

江段的各大支流 (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等)
进行觅食，游程最远的离干流 150 km。9 月以后，

白鲟回到干流越冬。在长江中游有大型湖泊分布

的地区，白鲟也进入支流索饵，或者进入湖泊索

饵和越冬 [6]。游泳迅速，性凶猛，肉食性鱼类，

主要以鱼、虾、蟹等动物为食，消化道中也见有

桡足类、端足类等[6,8]。

历史上，长江沿江各省均有白鲟的捕捞记录，

但白鲟资源量长期较少且未对其做过专门的评估

研究。初步估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前，长

江全流域白鲟的捕捞量在 25 t 左右，其中川江约

5 t[7,9]，1981 年，葛洲坝截流后，坝下江段白鲟资

源量急剧下降，建坝初期的 1981—1987 年，每年

可发现 10~32 尾成体，1988—1993 年每年只发现

3~10 尾，1994 年仅发现 1 尾，1995 年以后便很

少再有发现了。直到 2002 年，在江苏南京下关附

近发现了 1 尾雌性白鲟成体。在葛洲坝以上的长

江上游江段，白鲟资源也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

据宜宾、泸州和重庆渔政站的不完全统计，

1982—2000 年的近 20 年时间内，长江上游白鲟

的总误捕数为  42 尾。2003 年 1 月，在长江上游

四川宜宾江段误捕 1 尾白鲟成体，经成功救护后

放流，这也是最后 1 尾有记录的白鲟活体。2020
年张辉等[7] 统计了 1981—2003 年在长江上游和葛

洲坝以下江段白鲟的目击次数，统计显示 20 年间

只有 210 次目击，其中有观察记录数据的 45 次，

并结合 2017—2018 年农业农村部财政专项“长江

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对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及

鄱阳湖和洞庭湖以 20 km×20 km 网格普查未采集

到 白 鲟 的 结 果 ， 用 OLE 模 型 推 断 白 鲟 在

2005 —2010 年 已 经 灭 绝 。 2019 年 9 月 14 日

IUCN 物种存活委员会鲟鱼专家组 (sturgeon spe-
cialist group/SSC-IUCN) 在上海召开对欧亚大陆鲟

形目鱼类的濒危状况再评估会议，专家组对其评

估结论是白鲟灭绝。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在 2022 年 7 月 21 日更新物种濒危状况，白鲟濒

危等级由 2009 年的极危 (可能灭绝) 提级至灭绝

(EX)[1]。

 1.2    长江鲟

长江鲟又称达氏鲟，四川俗名沙腊子，是长

江 3 种鲟类中个体最小的，野生雌性一般全长

120 cm 以内、体重在 15 kg 以下，雌性略大于雄

性，雌性 8 龄开始性成熟，雄性略早。养殖个体

规格可超过野生个体，一般可达 20 kg，最大雌性

全长可达 160 cm、体重 45 kg[6,10]。该物种与中华

鲟形态极为接近，仅鳃耙数量有显著差异 (体长>
17 cm 的个体，长江鲟鳃耙数>30，中华鲟鳃耙

数<26)；外部色泽方面，暗光养殖条件下，长江

鲟幼鱼骨板偏白、侧骨板上下体色分界明显，上

部为青灰色，下部为乳白色，而中华鲟幼鱼骨板

一般不偏白，侧骨板以下灰色过渡到白色分界线

不明显，表皮带金属铜光泽[6,11]。长江鲟和中华鲟

在分布区域与生态习性有明显区别[10,12]，长江鲟主

要分布在长江上游，偶见于长江中游，长江下游

和长江口及海洋无分布，没有明显的江海洄游习

性，属于淡水定居种类 [13-14]，一般常栖于江河中

下游，这些场所一般离河岸 10~20 m、水深 8~
10 m、流速 1 m/s 左右，底质为沙质或碛滩，有较

多的腐殖质和底栖生物。长江鲟为淡水定居性鱼

类，不进行远距离洄游。

长江鲟为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杂食性鱼类，

幼体以动物性饵料为主，随着个体的增大，摄食

植物性食物的种类和数量也相应地增加。在动物

性食物中，主要是水生寡毛类、昆虫幼虫和某些

底栖小型鱼类；在植物性食物中，多为水生高等

植物的茎、叶、碎片以及绿藻、硅藻等。

长江鲟是川江重要经济鱼类，20 世纪 60 年

代，长江鲟曾经占合江县捕捞总产量 10%，70 年

代，宜宾江段长江鲟的春季捕捞量就达到 5 t[15]。

1981 年葛洲坝水电站建立后，阻断了长江鲟的洄

游路线，也使得长江鲟的生存空间被迫分离，导

致长江鲟的栖息地缩减，再加上受过度捕捞、航

道整治、挖沙采石及水资源污染等影响，致使长

江鲟的资源量显著下降。据相关资料表明，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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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在长江上游泸州及宜宾段共调查到长江

鲟 151 尾，到 2000 年只有零星误捕[16-17]。2000 年

以后未见野生仔鱼，且至今未监测到其自然繁殖

活动发生 [18]，推测其停止了自然繁殖。据统计，

2006—2010 年在长江上游监测到 39 尾长江鲟，

2010—2012 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

所分别监测到长江鲟 29 尾、17 尾、35 尾，分布

的江段依次为宜宾、重庆 (江津)、泸州，后经鉴

定全部为放流个体。2019—2020 年“长江渔业资

源与环境调查”专项项目组在长江上游开展了 2 次

长江鲟自然繁殖专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增殖

放流的长江鲟个体在放流后主要集中于宜宾三江

口以上江段，部分放流个体已观测到摄食，能较

好地适应放流后的水域环境。但 2 年的早期资源

监测未发现长江鲟自然繁殖发生。在全流域 65 个

固定站位的监测中，2017—2020 年共记录到长江

鲟 350 尾，其中 2017 年共记录到 9 尾，2018 年记

录到 117 尾，2019 年记录 11 尾，2020 年记录到

213 尾。所有记录个体均为增殖放流个体。1981
年葛洲坝截流以来，葛洲坝下长江鲟自然资源逐

渐减少，至 2000 年左右自然繁殖活动停止，自然

种群已无法自我维持，2022 年 7 月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 (IUCN) 宣布长江鲟野外种群灭绝。

 1.3    中华鲟

中华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 (IUCN Red list) 在 2010 年

收录其为极危物种 [1]。中华鲟被认为是长江水生

动物保护的旗舰物种和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的指示物种。中华鲟属于溯河产卵洄游型鱼类，

生活史的 90% 在海洋，因此其自然地理分布区为

东亚大陆架及其主要注入河流，即我国黄海、渤

海、东海及海南岛万宁以北的南海海域是中华鲟

的主要索饵场，以东海为主；剩下的 10% 则溯江

而上至金沙江下游和长江上游 (葛洲坝截流前) 或
葛洲坝下 (葛洲坝截流后) 产卵繁殖[19]。中华鲟长

江种群数量相对较多，每年的繁殖和洄游路线稳

定，国内外对其研究较多。

在长江，中华鲟曾是重要的渔业资源，但由

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特别是 1981 年葛洲坝的

修建切断了中华鲟洄游到长江上游进行繁殖的路

线，被阻隔在葛洲坝下的繁殖群体一部分在坝下

建立了新的产卵场，但已知的产卵场范围和面积

不及原来的 1%。1973—1980 年，整个长江年捕

捞量平均为 517 尾 (77 550 kg)，1981 年和 1982 年

由于大坝的拦截，上溯产卵的中华鲟在坝下大量

聚集，两年的捕捞量达到历史的最高峰 (1 163 尾)，
只有很少量的个体参与自然繁殖。1983 年开始停

止商业捕捞，只用于科研或者人工繁殖的捕捞数

量控制在 100 尾左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

水产研究所、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利部中

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以及中国三峡集团中华鲟

研究所进行“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专项调查，

每年在葛洲坝下对中华鲟洄游群体进行水声学监

测，结果显示，2017—2021 年秋季，葛洲坝下游

80 km 江段，疑似中华鲟数量分别为：2017 年 27
尾、2018 年 20 尾、2019 年 16 尾、2020 年 13 尾

和 2021 年 15 尾 (内部资料，《长江重点禁捕水域

鱼类资源本底调查报告》)，5 年平均为 18.2 尾。

该数量与葛洲坝截留初期的评估结果 2 176 尾相

比[20]，下降了 99.16%，即目前的资源量不及 20 世

纪 80 年代初的 1%。值得注意的是，从宜昌至长

江口中华鲟保护区东段至南汇角连续的长江干流

距离约为 1 783 km，期间有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 18 处占江段累计长度 1 085 km，即

保护区占长江河道长度比例为 60.85%，长江“十
年休渔”在 2021 年 1 月 1 日零时开始，2020 年 1
月 1 日保护区开始全面休渔，2020 年 1 月 1 日长

江口至葛洲坝下捕捞的网具和钩的障碍大多消除，

2020 年和 2021 年葛洲坝下游中华鲟产卵群体数

量没有显著增长的原因不是洄游通道捕捞网具障

碍，而可能是海洋中的中华鲟性成熟群体数量稀

少、无大批性成熟中华鲟从海洋上溯洄游至葛洲

坝下。如果此状况客观存在，根据近 10 年 (2012—
2022) 以来糟糕的中华鲟自然繁殖状况，以及规模

非常有限与效果堪忧的人工增殖放流，推测长江

中华鲟产卵群体在未来若干年内 (中华鲟雄性第一

次性成熟最小的年龄 8 龄) 不会显著增加[21-22]，中

华鲟自然繁殖终止将持续至 2030 年[19]。

在历史上，中华鲟自然产卵场分布在四川宜

宾的新市镇冒水以下的金沙江下游及重庆以上江

段，江段总长度 800  km，共 19 处中华鲟产卵

场[19,23]。每年都记录到中华鲟 2~3 批产卵，产卵时

间在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1981 年 1 月葛洲坝

水利工程截流后，1983—2002 年每年都在葛洲坝

下监测到了中华鲟自然繁殖，20 年中 15 个年份

有 2 批自然繁殖，只有 5 个年份为一批产卵；2003
年 (三峡蓄水)—2012 年，只有 1 年 (2012年) 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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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繁殖，9 年只有一批自然繁殖；2013—2021 年

9 年中只有 2 年度 (2014 年和 2016 年) 有一批次自

然繁殖，其他年份无自然繁殖[24]，2014 年在葛洲

坝下传统产卵场未监测到中华鲟产卵，但是根据

水体和幼鲟鳍条骨微化学分析判断，产卵场位于

清江口以上江段，推测该年度产卵场位于传统产

卵场下游至清江口以上的长江干流上，可能在虎

牙滩江段[25]，2017—2021 年繁殖连续 5 年中断[2]。

1970 年代，每年洄游到长江的中华鲟繁殖群体数

量达 2 000 余尾，1980 年代葛洲坝截流后，每年

到达葛洲坝下产卵场的中华鲟繁殖亲鱼数量从

2 000 余尾开始持续下降 [26]；到 1996—2001 年，

每年洄游到坝下产卵场江段的中华鲟亲鱼数量下

降至 300 余尾，2004—2008 年，下降至 200 余尾，

2009—2012 年间，下降至 100 余尾，2013 年以后

进一步下降至 100 尾以下，2015 年洄游到葛洲坝

下产卵场江段的中华鲟亲鱼数量已不足 50 尾 [2]，

2017—2020 年葛洲坝下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分别

为 27、20、16 和 13 尾 (95% 置信区间 7~18 尾)。
Huang 等[26] 通过数学模型的方法，推算长江

和海洋野生中华鲟成体数量 (图 1-a)，2020 年中华

鲟成体数量相较于 1981 年之前下降了 93.67%，

预测 2030 年长江和海洋野生中华鲟成体数量约

为 757 尾；推算野生中华鲟产卵群体数量 (含长江

及海洋，图 1-b)，2020 年野生中华鲟产卵群体数

量相比于 1989 年下降了 95.32%，并预测 2030 年

野生中华鲟产卵群体数量约为 20 尾。Huang 等[26]

据此推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华鲟自然种

群将可能在未来 10~20 年内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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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华鲟长江与海洋数量估算

(a) 成体；(b) 产卵群体

Fig. 1    Population estimation of A. sinensis  in the Yangtze River and sea
(a) adult; (b) propagation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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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长江鲟类的保护及困境

 2.1    白鲟的保护措施

由于白鲟的资源量逐渐减少，1983 年国家明

令禁止长江鲟鱼类 (包括白鲟 ) 的商业性捕捞，

1989 年我国将白鲟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也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主要保护对象之一。1997 年由原泸州市长江珍稀

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和宜宾地区珍稀鱼类自然保

护区合并成立长江合江—雷波段省级自然保护区，

2000 年调整晋升为国家级保护区，2005 年调整后

成立。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白鲟、长江鲟、胭

脂鱼等国家及地方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水生动物

和其他长江上游特有鱼类。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利部中国科

学院水库渔业研究所与葛洲坝工程局中华鲟人工

繁殖研究所 1988—1991 年开展了葛洲坝下游白鲟

人工繁殖可行性及池塘蓄养白鲟的性腺发育研究，

期间共人工饲养了 3 尾白鲟，单尾饲养最长的达

半年，但均因饵料及水质等问题死亡[27]。四川省

万县市水产研究所于 1973 年曾饲养 1 尾雄鱼，体

重由 2 kg 长至 18 kg，精巢呈乳白色，后因水质

恶化死亡。1987—1990 年又开展了池塘养殖，也

因鱼体受伤离水时间长水质恶化而死亡未获结果。

总之, 白鲟人工饲养未取得成功，且对其生态要求

研究尚少。中华鲟人工繁殖研究所 20 世纪 80 年

代，分别对江边养殖的 1 尾雄鱼和 1 尾雌鱼进行

催产，获得少量精液和卵子，但未能授精。由于

白鲟的资源量少，难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捕

获性腺发育成熟的雌雄亲鱼，致使白鲟的人工繁

殖未能取得成功。

2006—2013 年，在原农业部渔业局的安排和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等的支持下，由危起

伟研究员牵头，在长江上游原白鲟主要产卵场及

其邻近江段开展了 8 次大规模的水声学探测-试验

性捕捞调查，均未调查到白鲟活体。同时，项目

支持开展了白鲟误捕应急救护网络建设，建立起

渔民-渔政-科研人员的多方联动机制，还开展了

精液冷冻保存、雌核发育技术储备等鱼类专业方

面的工作，为今后白鲟的拯救工作创造了条件。

2017—2021 年，农业农村部支持各研究单位开展

“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专项，在长江全流域

布置了 65 个调查站位，有 20 余家单位参加，在

5 年的野外调查工作中均未发现白鲟。

2019 年 9 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鲟鱼专家

组在上海召开物种状况评估会议。按照其评估标

准，专家组认为白鲟已属灭绝等级，2022 年被国

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宣布灭绝 (EX)。

 2.2    长江鲟的保护措施

长江鲟也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之一。长江鲟的被动保

护可以追溯到 1983 年国家，明令禁止长江鲟鱼

类 (包括长江鲟) 的商业性捕捞。1989 年长江鲟被

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在农业农村部、环保部和四川省渔业主管部

门的领导和组织协调下，各有关科研单位就长江

鲟增殖放流和保护开展了相关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四川省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收集零星

误捕长江鲟幼鱼蓄养，存活野生个体共 58 尾，至

今仅剩 18 尾[28]，2007 年成功实现了全人工繁殖和

苗种培育，并于该年开始在长江宜宾段进行长江

鲟增殖放流工作。2012 年，长江水产研究所联合

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成功实施了长江鲟规

模化繁殖、保种和人工增殖放流等工作。

关于长江鲟增殖放流，中央财政、四川省地

方财政和有关涉水工程生态补偿项目安排有长江

鲟增殖放流内容，尤其是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项目”中，长江鲟是

主要增殖放流对象。据统计，2007-2022 年，宜宾

珍稀水生动物保护研究所、四川省水产研究所、

向家坝增殖放流站和长江水产研究所在宜宾、泸

州和湖北长江段累计放流长江鲟 86.58 万尾，前

期放流规格主要以 20-80 cm 的幼鱼为主，四所科

研机构累计放流 24 万尾长江鲟幼鱼，其中四所机

构分别放流 7.1 万、1.6 万、13.44 万和 1.86 万尾

长江鲟幼鱼 (图 2)。自 2017 年起，各科研机构开

始重视亲鱼和后备亲鱼的放流，在 2017—2022
年宜宾珍稀水生动物保护研究所、长江水产研究

所与四川省水产研究所放流规格 120~160 cm 亲鱼

分别为 94、70 和 10 尾，向家坝增殖放流站、长

江水产研究所和四川省水产研究所人工放流规格

100~120 cm 后备亲鱼分别为115、463 和20 尾 (图3)。
除此之外，宜宾珍稀水生动物保护研究所在 2018
年开始放流规格 5~20 cm 稚鱼，2018—2022 年累

计放流稚鱼 32.2 万尾，向家坝增殖放流站也在

2022 年放流长江鲟稚鱼 30.3 万尾。但根据“十种

珍稀特有鱼类标记放流效果评估”项目监测评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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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显示，因捕捞压力过大，放流效果未达到预期

成效，2018 年之前，误捕的长江鲟放流个体未达

到性成熟[18]。2018 年，农业农村部颁布了《长江

鲟拯救行动计划 (2018—2035)》，2018—2022 年，

执行该行动计划，其中长江水产研究所义务放流

亲鱼和后备亲鱼超过 500 尾。2018 年以后放流的

稚鱼生长情况很好，其中放流的 772 尾性成熟或

近性成熟长江鲟，超声波监测显示，主要滞留在

向家坝下游至宜宾岷江三江口，位于安边长江鲟

历史产卵场范围内[29-30]，通过 2019—2022 年每年

3—5 月实施食卵鱼解剖、江底采卵和水下视频等

监测手段，均未监测到自然繁殖。放流长江鲟还

未形成自然繁殖原因复杂，推测可能与被放流的

性成熟长江鲟亲鱼密度不足、生态适应性等有关，

也与向家坝下游近坝区 (安边即长江鲟历史重要产

卵场江段) 水文变化过大有关[31-32]。金沙江下游的

4 座巨型电站 (即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和白鹤

滩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已经超过 2 座三峡电站，

导致向家坝下游宜宾江段水温滞后现象严重，水

温的日变化不稳定，以及清水下泄和水文周年节

律和日节律变化较大等对长江鲟性腺发育、洄游、

栖息和繁殖交配等造成的影响尚需研究。

总体而言，通过长江十年禁捕，并开展持续

性放流，并开展金沙江下游梯级电站的生态调度，

在宜宾至合江江段，以及赤水河干流的长江鲟在

2030 年之前有望实现自然繁殖和自然种群重建。

另一方面，长江鲟的野生亲本 (F0) 数量目前仅

18 尾，不完全统计子一代 (F1) 长江鲟亲鱼 (年龄

大于 10 龄)1 518 尾，监测发现 F1 的遗传多样性

比 F0 更高，还储备了 F1 后备亲鱼超过 1 万尾，

这些均为长江鲟自然种群重建奠定了良好基础。

 2.3    中华鲟的保护措施

 　　关于中华鲟人工保种群体　　历史上未曾预

料到中华鲟还需要通过人工保种方式来维系其物

种延续。1983—2008 年均依靠捕捞野生亲鱼进行

人工繁殖与增殖放流[33]，2009 年停止了亲鱼科研捕

捞 [34]，此后多年几乎无法开展规模化增殖放流，

尽管中华鲟全人工繁殖技术取得了突破，但是因

性成熟亲鱼数量少，繁殖规模小，获得的 F2 数量

非常有限。由于技术、条件和资金等原因，人工

繁育单位在 1983—1996 年间几乎没有计划性储备

中华鲟 F1
[19]，1997—2008 年开始小批量储备 F1。

根据 2016 年农业部长江办委托长江水产研究所开

展的中华鲟养殖群体普查的结果，全国养殖中华

鲟的单位共计 25 家，2019 年普查结束时，F0+F1

数量约 3 200 尾，其中 F0 (野生仔稚鱼人工培育存

活的个体)92 尾，其余 3 100 尾为 F1。考虑到中华

鲟的正常死亡率，目前该批人工群体估计还存活

3 000 尾左右，F1 年龄为 14~25 龄，正值育龄期，

但是该批亲鱼的绝大多数因长期养殖条件欠佳，

例如养殖水体普遍偏小，夏季水温偏高，缺乏海

水过程，营养、病害问题等[19]，使得它们生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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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7-2022年各科研机构人工增殖放流

长江鲟幼鱼数量

Fig. 2    Number of juvenile A. dabryanus released by
four research institutes from 2007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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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7-2022年各科研机构放流长江鲟

亲鱼与后备亲鱼数量

1. 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2. 四川省水产研究所；3. 向家坝增

殖放流站；4. 长江水产研究所

Fig. 3    Number of A. dabryanus brood fish and reserve
brood fish released by four

research institute from 2017 to 2022
1.  Yibin  Institute  of  Rare  Aquatic  Animals;  2.  Sichu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3.  Xiangjiaba  Breeding  and  Releasing  Station;  4.
Yangtze River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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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熟特性普遍显著低于自然种群，例如与同龄

野生种群比较个体显著偏小 (一般不及野生亲鱼的

体重 1/2)、性成熟年限超长、性成熟鱼比例低下、

性产物质量下降 (怀卵量小、性成熟卵粒偏小、精

子运动时间下降)，由此导致催产率、受精率和孵

化率低下，从“水花”育成可放流稚鱼 (TL>10 cm)
的比例也不高，还有半数以上的养殖条件和生存

状况仍然堪忧，带病和残次亲鱼有相当比例，这

些问题使得尽管中华鲟亲鱼有相当数量，多数已

经处于“壮年”育龄期，但是用于人工繁殖获得可

用于增殖放流的苗种的数量却非常有限 [35]，在

2020 年之前，长期低于 10 万尾/年 [36]，2021 年达

到历史最高峰近 40 万尾，但是距离放流需求

100~300 万尾/年大规格苗种相差甚远 [19]，即目前

中华鲟人工群体亲鱼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稳定突

破 100 万尾/年。

此外，中华鲟人工群体亲鱼培育长期缺乏计

划性，也缺乏养殖和育苗的科学规范，在要求野

化或环境丰容、优化繁殖交配策略提高遗传多样

性等方面仅仅限于理论，实际操作仍然处于粗放

阶段。亲鱼的培育方面，养殖设施、条件、淡水

和海水布局方面，有良好的设想和科学规划，但

是规划一直未能实施。如《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37]

提出的中华鲟“陆-海-陆”接力保种工程提出了 8 年

尚得不到有效落实。

 　　关于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情况　　葛洲坝

救鱼对象确立了保护中华鲟，明确了中华鲟保护

方向是禁捕、自然繁殖保护、网捕过坝和人工繁

殖放流[38]。1983 年实现了葛洲坝下游中华鲟人工

繁 殖 成 功 ， 1983 —1998 年 放 流 F1 仔 鱼 合 计

584.55 万尾，其中开口前后“水花”575.6 万尾、

10~15 cm 稚鱼 8.9 万尾、50~87 cm 幼鱼 543 尾；

1997 年中华鲟苗种培育技术突破，“水花”放流停

止，放流规格明显提升，1999—2009 年放流 F1

仔鱼、幼鱼和亚成体合计 135.85 万尾。2009 年停

止中华鲟亲鱼科研捕捞，而中华鲟 F1 多数尚未性

成熟，人工增殖放流成了无源之水， 2009 年

3—10 月在宜昌和荆州被流了 6 批 2008 年繁殖的

F1 合计 42.5 万尾。2010 年开始放流子二代 F2，

2010—2018 年累计放流 F2 不足 10 万尾，以及被

迫放流少量 2008 年 F1 幼鱼、亚成体或成体。

2019—2021 年，共放流中华鲟 F2 幼鱼约 4.3 万尾；

2022 年 F2 繁育取得突破，放流 F2 稚鱼和幼鱼超

过 32 万尾，其中放流 5 万余尾中华鲟系 F2♂×F1♀

的后代 (F2.5)。
综上，自 1983 年葛洲坝下人工繁殖成功以

来，共放流中华鲟子代 766.92 万尾 [19]，其中 F1

约 720 万尾 (其中稚鱼及以上 144.8 万尾)，F2 约

46.5 万尾 (含 5 万尾 F2.5)。
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缺乏放流规划，也缺乏

对 放 流 效 果 长 期 性 系 统 性 评 估 ， 仅 仅 在

1997—2000 年，通过物理标记和遗传标记初步评

估了放流 10 万尾稚鱼抵达长江口的贡献率，占当

年自然繁殖补充群体的 1%~5%[39-40]。据此判断，

中华鲟增殖放流数量远远不足，预计放流 300 万

尾，才可能达到当年自然繁殖群体的补充水平。

 3    对策与建议

 3.1    关于长江鲟

编制实施《长江鲟拯救行动计划》优先项目，

重点包括：① 长江鲟增殖计划与标志溯源体系建

设。其中，保证在十年禁渔期间、每年持续放流

长江鲟性成熟亲鱼 300 尾以上，放流 5~10 cm 稚

鱼 10 万尾以上。② 栖息地恢复，即在对长江鲟

关键栖息地 (如产卵地) 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恢

复和改善长江鲟的关键栖息地 (如产卵地)，开展

向家坝下长江鲟自然栖息地调查和生态调度及河

床地形改良研究。栖息地恢复的重点是补充长江

鲟赖以生存的物种，以促进长江鲟在自然栖息地

的有效生存、育肥和越冬。③ 长江鲟饵料生物调

查及增殖放流生态容量调查与评估。④ 长江鲟人

工保种工程系统规划、建设与运行。

 3.2    关于中华鲟

中华鲟最后一次自然繁殖是 2016 年，目前

长江葛洲坝下游中华鲟产卵群体的数量已经不足

20 尾 [2]，自然种群极度濒危，亟待恢复中华鲟自

然种群，建议以《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为指引，

在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遗传多样性保护方面提

出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先计划。

 　　加强就地保护　　长江十年休渔期是中华鲟

自然种群恢复的重要窗口期，除夯实长江十年休

渔措施外，一是要努力改善中华鲟索饵场和洄游

通道生境，包括长江中下游、长江口河滨消落区

(中华鲟索饵场) 生境修复与洄游通道 (长江深水航

道) 畅通性监测评估；二是开展设立中华鲟海洋特

别保护区可行性调查研究。中华鲟 90% 的生活史

在海洋度过，借助中华鲟稚幼鱼规模化人工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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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测，查清中华鲟海洋主要分布区及其生长和

栖息条件，摄食及饵料基础，通过 3 年调查研究，

完成中华鲟海洋生活史研究报告，提出《建立中

华鲟海洋栖息地保护名录》或《建立中华鲟海洋

特别保护区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中华鲟增殖放流规划》和《中华鲟

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完成

《中华鲟增殖放流规划》和《中华鲟增殖放流技

术规范》，目前繁殖育苗数量和遗传多样性均距

离恢复中华鲟自然种群的需求具有较大差距，需

尽快启动中华鲟“陆-海-陆”保种工程建设，充分利

用现有的 3 000 尾 F1—中华鲟物种延续的“火
种”，它们正值育龄期，多数个体的繁育旺盛期还

可持续 10 年，与长江十年禁渔期相吻合，应抓住

长江禁捕十年的黄金窗口期，在遵守科学规范地

前提下加强培育。

 　　实施遗传谱系管理，推动溯源体系建设　

　利用分子标记建立人工群体和放流后代遗传谱

系，并借助物理芯片标记，建立中华鲟人工繁殖

放流可追溯体系。一是构建现有 3 000 尾 F1 遗传

谱系，共享遗传资源。在几个主要繁殖基地 (宜昌、

荆州、武汉、上海) 通过精液超低温冷冻保存，共

享中华鲟精液资源，优化繁殖交配策略，利用已

经被广泛认可的 mt DNA 标记和核基因标记，建

立增殖放流群体和人工保种群体遗传谱系，构建

共享所有繁殖子代谱系档案；二是通过 PIT 芯片

标记放流稚幼鱼，通过水野主管部门论证批准，

在《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技术规范》中，对中华

鲟增殖放流苗种明确 PIT 标志要求，中华鲟保护

联盟成员单位和联盟秘书处开展放流中华鲟的

PIT 芯片标记，借助长江中下游渔业监测站和东

海及黄渤海重点渔业捕捞监测船采集误捕中华鲟

PIT 芯片信息，广泛回收中华鲟误捕信息。开发

中华鲟增殖放流追溯体系 APP，追踪中华鲟分布

和洄游路线，并对社会公众展示，以提升和激发

社会对中华鲟的关心关爱，把参与中华鲟保护的

单位和社会大众联系起来，同时，建议实施“中华

鲟增殖放流追溯体系”。

 3.3    设立长江鲟类保护专项

随着《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和《长江鲟拯

救行动计划》分别在 2015 和 2018 年颁布实施，

并于 2016 年成立了“中华鲟保护联盟”，中华鲟和

长江鲟物种的保护工作方向明确，总体工作进展

良好。然而，由于该行动计划缺乏国家专项财政

支持，导致保护基地建设、子一代 (F1) 培育、增

殖放流、栖息地修复和海区跟踪监测调查等项目

进展缓慢。建议在现有涉栖息地或保护区生态补

偿项目中，对有关项目进行优化整合，设立中华

鲟和长江鲟物种拯救行动计划专项资金。一是优

化长江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计划，由农业农村部在“
全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计划”中进行优化调整，倾

斜中华鲟和长江鲟增殖放流任务；二是清理和优

化沿江与海区中华鲟重要栖息地生态补偿项目 (含
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有关生态补偿

项目)，加强项目执行效果评估和监督管理，统筹

生态补偿资金，用于中华鲟和长江鲟保护专项资

金，重点用于中华鲟和长江鲟增殖放流与追溯体

系建设；三是中华鲟保护联盟成员单位 (如中国三

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 自筹集资金，支持中华

鲟和长江鲟物种保护专项。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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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status and conservation dilemma of species of Acipenseriformes in the
Yangtze River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XU Lanxin 1,2,     ZHOU Liang 3,     WEI Qiwei 1,2,4*

(1. Key Laboratory of Freshwate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Yangtze River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Wuhan　430223, China;
2. Wuxi Fisheries Colleg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xi　214000, China;

3. Sichuan Yibin Institute of Rare Aquatic Animals, Yibin　644002, China;
4.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rgeon Conservation, Wuhan　4302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hanges in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three sturgeon species (Psephurus gla-
dius, Acipenser sinensis, and Acipenser dabryanu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quantified the artificial stocking popula-
tions of A. dabryanus and A. sinensis, and then assessed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tocki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ineffective releases widely depend on species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Overfishing of ten resul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artificial released A. dabryanus individuals were inevitably captured within 6 months as bycatch
after they were released. The insufficient number of released A. sinensis combined with overfish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and offshore caused the inefficient contribution to the wild population of A. sinensis. We believe that the past
releasing input intensity of both A. dabryanus and A. sinensis cannot reach the sufficient replenishment level of the
natural  breeding population.  We discussed the misconception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ac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making of P. gladius, A. sinensis, and A. dabryanus conserva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In the current eco-
logical protection era ,  We shoul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3 key protection measures urgently: 1) to pre-
pare and implement the priority project of A. dabryanus rescue action plan; 2) to propose more operational priority
projects for in situ conservation, ex situ conservation and genetic diversity conservation based on A. sinensis res-
cue action plan; 3) to establish a species rescue action plan project of A. sinensis and A. dabryanus, and to optim-
ize  and  integrate  the  exist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ograms  involving  their  habitats  or  protected  areas.  We
believe that we can restore the natural populations of A. dabryanus and A. sinensis, by restoring their natural repro-
duction. Then we can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Psephurus gladius; Acipenser dabryanus; Acipenser sinensis; stocking enhancement;
conservation of endangered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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